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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潜在的环境政策，押金返还政策在中国研究不足，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押金返还政策分析框架。在总结中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特殊国情和分析押金返还政策主流研究方法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电子废弃物押金返还政策分析框架，可为学界同仁和政府部门研究并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电子废弃物押金返还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有助于深入、全面地认识中国电子废弃物押金返还政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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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Framework on Deposit-Refund System for E-Waste Manag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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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policy, deposit-refund system is seldom studied in China.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s the lack of suitabl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deposit-refund system used in China’s circumstances. After summarizing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e-waste recycling in China and ident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in methods for analyzing deposit-refund system,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deposit-refund system is proposed for China’s e-waste management. It will benefit researchers and policy-makers with som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conducting study and making policy on the deposit-refund system suitable for China's circumstances, and will help people understand the roles of deposit-refund system in China's e-waste management in-depth and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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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器电子产品生产国与消费国，每年产生的电子废弃物数量庞大且增长率高，而得到环保回收的仅占10%左右。促进电子废弃物环保回收是中国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国颁布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要求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交纳回收处理基金，用于电子废弃物环保回收的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子废弃物的环保回收。但中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面临的情况十分特殊，能够向生产者征收的处理基金数量有限，不足以使环保回收率达到理想状态，若要进一步依赖补贴促进环保回收则需要耗费大量财政资金。然而，补贴的另一个效应是让消费者作为电子废弃物供给者获得更多供给剩余，即补贴会转移支付给消费者。当补贴资金来源于财政税收时，会出现消费补贴、消费越多补贴越多、税收向富人转移等不合理现象（若补贴资金来源于生产者，消费者得到的转移支付可视为生产者给予的价格折扣）。因此，中国仍然需要积极寻求新的、有潜力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政策。

押金返还政策（Deposit-Refund System，DRS）在发达国家被认为是一种优秀的环境政策。该政策要求产品购买者或生产者支付一定数额押金，在其交回产品或回收产品后返还。该政策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研究，被认为是具有最优费用结构及成本效率的政策工具[1-6]，适当的押金返还政策还可以促进产品的环保设计[7－8]，因而引起了不少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国内学者对DRS的研究尚处于介绍他国研究成果及应用经验的初始阶段，在诸如该政策是否适合中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面临的特殊情况，在此特殊情况下应该如何设计押金返还政策，该政策对电子废弃物环保回收、利益相关人等有何影响等问题上缺乏自主研究。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押金返还政策分析框架。
本文旨在建立中国电子废弃物押金返还政策分析框架，以期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有助于深入、全面地认识中国电子废弃物押金返还政策的作用。
2    中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的现实状况
本节将从电子废弃物的数量特征、居民处置行为、回收市场结构以及回收处理结果4个方面归纳中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面临的现实状况。
2.1  中国电子废弃物数量特征
中国每年电器电子产品的生产量和废弃量巨大。从重量上看，2007年约有240万t电子产品投入市场，同时有220万t电子废弃物产生[9]；从件数上看，2009年大约有2 500万台电视机、540万台电冰箱、1 000万台洗衣机、100万台空调机和1 200万台计算机成为电子废弃物[10]。此外，还有大量的打印机、手机等其他电子废弃物产生。
中国电子废弃物的年增长率高。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预测,我国的电子废弃物年增长率约为10%[11]，一些学者预测的增长率约为13%～15%[12]。学者们预测,2011年我国废弃量平均值约为4 000万台电视机、980万台冰箱、1 270万台洗衣机、1 960万台空调和6 670万台计算机[13]，这一数据与2009年的相比，增长率更高（洗衣机除外）。
中国也是电子废弃物的进口者[9,14-17]。美国一家机构回收的电子废弃物大约80%流向了亚洲国家，其中流向中国的占90%[14－15]。尽管中国自2000年开始禁止进口电子废弃物并取得了进展，但电子废弃物仍然通过各种渠道非法流入中国[13,16]。
2.2  居民电子废弃物处置行为
国内电子废弃物主要来源于消费者，只有少部分来源于生产者[16]；而来自消费者的电子废弃物，绝大部分属于居民。据北京晨报报道，2008年北京400万件（14.92万t）电子废弃物中，约有86.2%来源于居民，其余13.8%来源于企事业单位[18]。因此，居民的处置行为对电子废弃物的回收管理有很大影响。
居民在处置电子废弃物时，会受到环保意识、经济利益、回收设施与服务便利性、居住条件等因素的影响[11]，可能将其闲置家中、赠送亲友、出售给回收者或者直接抛弃[11,15,19]。但调查表明，闲置家中和出售给回收者是两种最主要的处置方式，前者大约占所有电子废弃物的70%，后者仅大约占30%[11,16,20]；直接抛弃的很少，在市镇垃圾中很难发现电子废弃物[21-22]。
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90%以上的中国消费者都认为电子废弃物具有价值且可通过出售获得收入[12,15,23-24]，因此，出售与等候出售成为大多数消费者的选择。消费者的这种处置方式为电子废弃物回收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2.3  中国电子废弃物回收市场
一方面，居民希望出售所持电子废弃物以获得收入，另一方面，电子废弃物中含有金银贵金属等有价值材料，回收者可以回收获利，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促进了中国电子废弃物回收市场的形成。
在这个市场里，有两类回收者，一类是有资质的正规回收者，如政府成立的回收中心、经批准的回收企业；另一类是没有资质的非正规回收者，如街头商贩、个体拆解作坊等[11,15,19,25]。在所有被回收的电子废弃物中，大部分流向了非正规回收者，只有少部分流向了正规回收者[19,26]，正规回收者常开工不足[27－28]。调查表明，在被回收的30%中，约有18%为街头商贩所收，约6%为零售商经以旧换新方式回收，3%由专业回收中心回收，3%直接进入二手市场[11]。这表明，正规回收者的市场份额仅为30%，而被环保回收的电子废弃物占所有电子废弃物的比例则不足10%[29]。
2.4  中国电子废弃物处理结果
不同类型回收者采用不同类型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技术，进而造成不同的回收处理结果。
正规回收者采用环保回收处理技术，对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处理比较彻底，既能满足环境保护要求，对残余物质进行无害化处理，又能最大限度地回收有价值的材料，还能保护劳动者的健康[20]；但另一方面，回收处理成本会比较高，能获得的处理利润较低甚至为负。
非正规回收者采用非环保技术，如露天焚烧、酸浸等，回收成本较低，能获得处理利润，但却直接危害拆解工人的健康，材料回收不彻底造成资源浪费，最主要的是其处理过程会严重污染环境[30]。电子废弃物非正规回收是一些地方环境危害的主要原因。非正规回收者回收处理的数量越多，造成的危害越大。
综合上述4个方面可知，缺乏环保意识的居民对收入的追求是造成正规回收开工不足、非正规大量回收污染环境的一个原因，因而针对居民但又不会降低其收入的押金返还政策可能是促进我国电子废弃物环保回收的一个有效选择。
3    押金返还政策的类型和分析方法
3.1  押金返还政策的类型
Bohm[31]根据DRS的成因将之分为3类：一类是市场自发形成的DRS，另两类则是由政府法规形成。在政府法规形成的DRS中，一类由消费者支付押金，另一类由生产者支付押金。
在市场自发形成的DRS中，押金和返还额由生产者决定，生产者可以事先确定押金金额，也可以事后确定再返还；消费者支付押金并在将废旧产品退还给生产者后获得返还；押金和返还金额通常相等。这类DRS的核心是确定产品售价和返还金额[32-34]，有的还涉及销售与回收网络设计及生产决策[33-34]，以利于生产者回收有利用价值的材料。客观上这类DRS有回收废弃物的功能，但由于其返还金额通常低于社会最优需要的返还金额，回收率通常也低于社会最优时的水平[32],因此，这类DRS属于企业经营策略，而不是环境政策。
在政府法规形成的DRS中，押金和返还金额由政府决定，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等；押金既可以由消费者也可以由生产者交纳；生产者支付押金时，押金可以通过产品价格部分或全部转嫁给消费者。这类DRS的核心是确定押金和返还金额以及该政策对利益相关人和产品环保设计的影响，以利于政府解决其他政策不易解决的、生产与生活过程中的负外部性问题，避免废弃物尤其是含有环境危害物质的废弃物污染环境，因而，这类DRS属于政府环境政策。本文所研究的DRS分析框架即针对这种作为环境政策的DRS。
3.2  押金返还政策的分析方法
目前，学术界研究押金返还政策有两种主流分析方法，一种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另一种是从管理学角度出发的运作管理分析方法。
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应用历史较长，通常从总供给与总需求角度建立一般均衡模型[2,4,35]，通过“市场出清”条件（即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来研究DRS的最优决策与效果以及与其他政策在成本效果上的差异。这种分析方法隐含了一个重要假设：消费者在当期即可退回相应物品从而获得押金的返还。这个假设对饮料瓶、包装物等使用时间较短的物品是合适的，但对电器电子等使用时间较长的物品并不适合，因为耐用消费品不可能在当期退还，其押金支付与返还之间的时间间隔较长。此外，由于中国的电子废弃物很少出现在市镇垃圾中[21,22]，未被回收的电子废弃物绝大部分暂存于消费者手中[11,15-16,19]，暂存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16]，“市场出清”条件在较长时期内都不可能存在，因此，在中国对电器电子等耐用消费品的押金返还政策不宜采用这种分析方法。
相对于局部均衡，运作管理分析方法应用到电子废弃物环境政策研究中的历史并不长，且多出现在生产者延伸责任和补贴政策的分析中，前者如Atasu等[36]对生产者回收政策的研究，后者如Aksen等[37]对补贴政策的研究。而用于押金返还政策的分析较少。虽然Hong等[38]以及Sheu[39]都研究了税费与补贴政策，二者结合类似于DRS，但其中的税费都是向生产者而不是向消费者征收的，而且二者在数量上没有必然联系。2012年Atasu 等[40]对此方法进行了总结，认为运作管理分析方法可以将经济模型和系统科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可以应用于不同背景下、包含DRS在内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管理政策研究。
我们的研究经验与Atasu等人的类似，因此，本文将从运作管理的角度提出适用于中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现实状况的押金返还政策分析框架。
4   押金返还政策在中国的分析框架
4.1  押金返还政策分析的总框架
我们提出如图1所示的中国电子废弃物押金返还政策分析总框架。
图1中，决策目标指政策期望取得的目标；执行方案则是指特定背景下押金征收与返还渠道的设定；决策分析指在特定决策目标和执行方案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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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电子废弃物押金返还政策分析总框架

优押金征收与返还数额的确定；结果评价指对最优押金返还政策效果的评估，或者对不同决策目标（或执行方案）下最优押金返还政策效果的比较；政策选择则指在结果评价基础上决定是否在特定决策目标和执行方案下采用该项政策，或者决定采用哪种决策目标和执行方案下的押金返还政策。这几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如决策分析需要在既定决策目标和执行方案下进行，而结果评价则需要以决策分析为基础，并影响对政策以及政策目标（或执行方案）的选择。
4.2  押金返还政策的决策目标
决策目标对押金返还政策设计与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3]，有多种决策目标可供决策者选择。有研究者将家庭或者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作为决策目标[1]，也有研究者将政府支出最小化作为决策目标[37]，大多数研究者则将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决策目标[2,38-39]。我们在生产者延伸责任和补贴政策的研究中则将环保回收率最大化作为决策目标，发现它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优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此外，还有研究者关注政策对产品环保设计的影响[7,41]；在运作管理研究方法下，还需要考虑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应。
因此，可供决策者选择的决策目标包括：（1）社会福利或环保回收率最大化；（2）关注短期或长期效果；（3）促进产品回收或环保设计；等等。要对具体决策目标作出选择，需要对不同决策目标下的最优押金返还政策效果进行评价与比较。
4.3  押金返还政策的执行方案
从实践看，押金返还政策存在多种执行方案。Walls[42]描述了美国和加拿大在饮料瓶、铅蓄电池、轮胎、机油、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押金返还政策的执行方案，我们将之归纳为图2所示几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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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实践中常见的押金返还政策执行方案
图2所示的4种执行方案中，（1）和（2）被称为向下游返还的押金返还政策（Downstream DRS），其主要特点是消费者支付押金，并且在其交回废弃物时获得预先支付的押金，其中的收集者只收集废弃物而不处理废弃物。这种执行方案被用于美国饮料瓶和铅蓄电池回收管理中，大多数州都采用了方案（1），加利福利亚州（以下简称加州）和夏威夷州对饮料瓶的回收管理则采用了方案（2）。方案（1）与（2）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方案（1）中的未返还押金留存于销售者手中，而方案（2）中的未返还押金则留存于州政府手中。
方案（3）和（4）被称为向上游返还的押金返还政策（Upstream DRS），其主要特点是消费者直接或间接支付的押金并没有返还给消费者，而是被用于了对处理者的补贴，其中处理者必须对废弃物进行处理，回收有价值的原材料。方案（3）与（4）的主要区别是押金征收对象和方式：方案（3）中押金数额明确并由销售者向消费者征收，这种方案被美国用于对轮胎的回收管理；方案（4）中押金数额明确但只向批发商或者制造商征收，批发商或者制造商可以通过产品价格使押金转移给消费者，这种方案用于美国加州和加拿大对机油，以及美国（除加州外）对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回收管理。
从押金返还的本意来说，方案（3）和（4）并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押金返还政策执行方案，除非押金的真正承担者与押金返还的真正受益者一致。比如，即使押金支付者是制造者，而制造者又因回收处理废弃物获得了这笔押金，但如果其通过产品价格将押金转移给了消费者，这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押金返还政策执行方案，而是消费者责任与回收补贴政策相组合的执行方案。如果制造者不转嫁押金，或转嫁后并在回收时向消费者全额返还了转移的押金，则可以认为是押金返还政策执行方案；如果只是部分返还了转移的押金，则属于消费者责任与押金返还政策相组合的执行方案。然而，很难判断制造者是否转嫁了押金。
中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目前我国执行的是向电子产品生产者征收回收基金用于电子废弃物回收补贴的政策，征收时，分类别每件征收7～13元人民币；补贴时，分类别每件补贴35～85元人民币；消费者卖出电子废弃物时得到的收入一般大于7～13元。按照上述分析，如果生产者不把回收基金转嫁给消费者，则我国目前执行的政策属于生产者延伸责任与回收补贴政策的组合；如果生产者把回收基金转嫁给消费者，则我国目前执行的政策属于押金返还政策与回收补贴政策的组合。但生产者是否转嫁回收基金很难界定。考虑到中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现状，我们提出一个执行方案，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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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电子废弃物押金返还政策的一种拟执行方案
图3中，消费者购买电子产品时，向政府（可由销售商代收）支付确定数额的押金；在产品生命周期结束的时候，如果消费者将电子废弃物出售给正规回收者，其获得的价格不低于已支付的押金，以确保押金全额返还；如果其将电子废弃物出售给非正规回收者，则其获得的价格仅仅是非正规回收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不能获得押金返还。正规回收者根据其回收的电子废弃物数量及规格向政府申报，并获得其通过废弃物价格已经返还给消费者的押金。图3中的回收者既具有收集功能又具有处理功能，因此，这种执行方案本质上是向下游返还的，同时也包含了向上游返还的特点，有利于正规回收者获得竞争优势。
执行方案不是唯一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提出其他执行方案。
4.4  押金返还政策的决策分析
在确定的执行方案和决策目标下，可以分析押金返还政策的最优决策。决策分析框架随执行方案和决策目标的不同而不同。适合图3所示执行方案的决策分析框架如图4所示。
图4表示的是以促进电子废弃物回收为目的押金返还政策决策分析框架，政策作用过程为：首先由政府决定消费者在购买每件电子产品时应该交纳的押金数额，其后消费者购买电子产品并交纳该押金，并在废旧后将其出售给回收者；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效用和两类回收者的策略来决定是否出售以及出售给谁，即回收者制定回收策略在先，消费者出售电子废弃物在后；两类回收者同时回收电子废弃物，因而需要同时作出各自回收策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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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电子废弃物押金返还政策的一个决策分析框架
并且在制定回收策略时都知道押金数额。因此，这个决策分析框架可以概括为一个3阶段动态4方博弈过程：第一阶段，政府确定押金数额；第二阶段，正规、非正规回收者同时制定回收策略；第三阶段，消费者在回收者的策略下决定是否卖出电子废弃物以及卖给谁。
如果政府的决策目标关注的是长期效果，不仅要考虑押金返还政策对当期电子产品销售的影响，还要考虑其对后期电子废弃物回收和电子产品销售的影响，那么，还需要将生产者纳入到决策分析框架中来，独立或同时作为正规回收者而存在，这时，将形成一个新的决策分析框架。如果政府决策目标还要考虑政策对产品环保设计的影响，除了将生产者纳入决策分析框架之中外，还要将产品环保设计的表现特征（如材料类型选择、材料用量选择、二手材料使用率选择、产品的可重复使用性以及可回收性的选择等）纳入到决策分析框架中来，形成更为复杂的决策分析框架。
4.5  押金返还政策的结果评价
决策分析的结果是制定出既定决策目标和执行方案下的最优政策，但是，这个最优政策对参与各方的影响是什么，还需要对均衡结果进行计算和比较才可以作出判断。
结果评价可以分两个层次进行：一是相对于无政策，押金返还政策所能带来的影响；二是相对于不同的决策目标或执行方案，不同押金返还政策间作用差异的评价。这两个层次都需要评价押金返还政策对消费者、正规回收者（和生产者）、非正规回收者及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对整个社会福利和环境的影响。前一个层次的评价有助于揭示出在中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的特殊背景下押金返还政策是否具有其在发达国家的作用（如降低社会成本、提高社会收益[4,6,43-45]，厘清押金返还政策对生产者的成本、利益和竞争优势以及对消费者收入的长短期影响；后一个层次的评价则有助于比较不同决策目标或执行方案下最优押金返还政策带来的影响的异同，有助于选择较好的决策目标和执行方案。
4.6  押金返还政策的政策选择
根据政策结果评价，可以对政策作出选择，即是否采用以及如何采用押金返还政策。前者主要通过比较既定决策目标和执行方案下押金返还政策与无政策下的均衡结果而作出，如果押金返还政策的均衡结果优于无政策下的均衡结果，则应该采用押金返还政策并给出最优押金数额；后者主要通过比较不同决策目标（或执行方案）下不同押金返还政策的均衡结果而作出，选择均衡结果较好的决策目标（或执行方案）下的政策，如选择社会福利最大化还是环保回收率最大化的政策，关注长期还是短期效果的政策，促进产品回收管理还是环保设计的政策；选择向下游还是向上游返还的执行方案，如果选择向下游的执行方案，是选择图2中的执行方案（1）还是（2）；等等。
5   结语
在总结中国电子废弃物回收的特殊国情和梳理押金返还政策主流研究方法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电子废弃物押金返还政策分析框架。中国大多数消费者认为电子废弃物具有价值且可通过出售获得收入，另一方面，电子废弃物含金银贵金属等有价值的材料可回收获利，促成了电子废弃物回收市场的形成。在这个市场里，没有资质、采用非环保回收技术的非正规回收者回收了大量电子废弃物，其回收过程造成了严重的健康损害、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而具备资质、采用环保回收技术的正规回收者却开工不足、回收设备闲置，因此，针对居民但又不会降低其收入的押金返还政策可能是促进我国电子废弃物环保回收的一个有效选择，并且应该采用运作管理分析方法来制定中国电子废弃物押金返还政策。
基于中国国情和运作管理分析方法，中国电子废弃物押金返还政策分析框架由决策目标、执行方案、决策分析、结果评价与政策选择几个环节构成。其中，决策目标、执行方案和决策分析是最重要的环节，可供选择的决策目标包括：（1）最大化社会福利或环保回收率；（2）关注短期或长期效果；（3）促进产品回收或环保设计；等等。在执行方案上，提出了一个关注电子废弃物回收、本质上属于向下游返还但也具有向上游返还特点的执行方案，有利于正规回收者获得竞争优势。执行方案不是唯一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提出适合的执行方案。在决策分析上，根据政策作用过程，归纳出了一个3阶段动态4方博弈概念模型作为决策分析框架。文中提出的分析框架可以为学界与政府部门研究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电子废弃物押金返还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有助于深入全面地认识中国电子废弃物押金返还政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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